
文明的交流互鉴与中国
佛教绘画的发展历程

何劲松

中国佛教绘画史的发展历程充分证明，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所阐发

的“文明因交流而多彩，文明因互鉴而丰富”这一论断是非常正确的。从 “曹衣出水”到 “吴

带当风”的历史选择乃至禅画以及受禅学影响的文人写意画的产生，更说明 “中华文明是在中

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”。我们既注重文明的交流互鉴，让中华文明不断地补充新鲜血液，同时更

注重外来文化同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，最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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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4 年 3 月 27 日，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时发表的关于 “人类文明

交流互鉴”的重要演讲，至今虽然四年时间过去了，但每次重读仍然让人有回味无穷的感觉。
习主席指出: “文明因交流而多彩，文明因互鉴而丰富。文明交流互鉴，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

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。”至于如何推动文明的交流互鉴，习主席提出应当坚持文明的多样

性、平等性、包容性三项原则。承认文明的多样性，人类文明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; 承认文明的

平等性，人类文明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; 承认文明的包容性，人类文明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。由

于文明的交流互鉴，“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”。习主席向世界介绍

中国文化时说: “中华文明经历了 5000 多年的历史变迁，但始终一脉相承，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

层的精神追求，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，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、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

养。”他强调指出: “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，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

成的文明。”
演讲中，习主席还多次提到佛教中国化的历程与意义。他说: “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，但传

入中国后，经过长期演化，佛教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，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

的佛教文化，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、哲学观念、文学艺术、礼仪习俗等留下了深刻影响。” “中

国人根据中华文化发展了佛教思想，形成了独特的佛教理论，而且使佛教从中国传播到了日本、
韩国、东南亚等地。”

的确如习主席所言，中国佛教是古代中外文化交流互鉴最成功的范例，特别是佛教中的禅宗

正是中、印两大文化 “不断交流互鉴”并 “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” “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

化”。对此，前辈学者已有论述，如冯友兰先生认为，佛学和道家思想有着极其相似的一面，特

别是在神秘的形式上很有相似之外。比如道家的 “道”是不可名的，佛家也说 “真如”是不可

言说的。它既不是“一”，也不是“多”; 既不是“非一”，也不是 “非多”。实际上，这就是中

国人所说的“想入非非”。关于魏晋名士和佛学之间的关系，冯先生指出: “在公元三四世纪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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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著名的学者一般都是道家，他们又常常是著名的佛教和尚的亲密朋友。这些学者一般都精通

佛典，这些和尚一般都精通道家经典，特别是《庄子》。他们相聚时的谈话，当时叫做 ‘清谈’。
他们谈到‘非非’的时候，就一笑无言，正是在无言中彼此了解了。”冯先生特别强调，正是在

这种场合出现了“禅”的精神。所以禅宗 “真正是佛学和道家哲学最精妙之处的结合。它对后

来中国的哲学、诗词、绘画都有巨大的影响。”①
下面本文拟以佛教绘画艺术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看 “文明交流互鉴”的意义所在。
实际上，早期佛教是反对偶像崇拜的，反对或至少是不鼓励使用具有审美价值的艺术手段，

因为众生“皆乐生求安，贪欲嗜味，好于声色”。( 《太子瑞应本起经》) 。这种 “声色”便是耳

识和眼识的对象，是渴爱、贪欲、痛苦的来源。佛教认为: “音声虽不可见，而生耳识觉知之

相，亦起爱憎; 声不可见，但以闻时而生苦乐。” ( 《大威德陀罗尼经》卷四) 所以 《十诵律》
卷四八规定“佛身像不应作”。但是，佛教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，出于宣教的需要，又逐渐运用

起各种艺术形式，最终发展成名副其实的 “像教”。佛教绘画据说起源于释迦牟尼时代，此事在

《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》 ( 卷二八) 中就记载，说是给孤独长者皈依佛陀，欲请佛画，称
“若不彩画，便不端严”。不过，佛教绘画的大量出现则要等到犍陀罗、阿旃陀时代之后。现存

犍陀罗艺术主要是雕塑，未见绘画，但玄奘 《大唐西域记·健驮逻国》则说，犍陀罗 “大窣堵

波石阶南面有画佛像，高一丈六尺”。阿旃陀艺术中则出现了大量石窟壁画，内容主要是佛传故

事，菩萨形象多带女性的温柔，与犍陀罗的菩萨形象有较大区别，由此形成天竺笈多佛教绘画的

特色。除此之外，在佛教绘画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还有: 位于今阿富汗咯布尔西北兴都库什山巴

米扬佛教艺术中的壁画、斯里兰卡僧伽罗艺术中的佛教壁画等。在中国境内则有西域鄯善的米兰

佛教壁画，以及西域于阗、龟兹的佛教绘画艺术，特别是古丝绸之路上的艺术宝库敦煌石窟，保

存了十六国至元朝 ( 公元 5 － 13 世纪) 的大量佛教壁画，有着极高的艺术价值。
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，佛教绘画艺术也在中国内地落地生根。据东晋袁宏 《后汉纪》、南

朝宋范晔《后汉书·西域传》等史料记载，汉明帝曾梦见 “金人”，于是遣使天竺，问其道术。
南齐王琰《冥禅记》记载，汉明帝永平初使者蔡愔赴大月支，偕西域沙门迦叶摩腾等，以白马

驮经至洛阳白马寺，“于白马寺寺壁画千乘万骑绕塔三匝之像”。北宋郭若虚 《图画见闻志》卷

一引蜀僧仁显《广画新集》说: “昔竺乾有康僧会者，初入吴，设像行道。时曹不兴见西国佛

画，仪范写之，故天下盛传曹也。”
据统计，魏晋南北朝期间，中国画家绝大多数都画过佛教题材的绘画。张彦远的 《历代名

画记》就记载不少这类画家的名字，如张墨、卫协，晋明帝司马绍、王廙、顾恺之、史道硕、
戴逵、戴顒、谢灵运、陆探微、陆绥、顾宝光、宗炳、袁倩、宗测、惠觉、蘧道愍、僧珍、章继

伯、周昙研、毛惠秀、梁元帝萧绎、张僧繇、张善果、张儒章、聂松、解倩、威公、吉底俱、菩

提、迦佛陀、杨乞德、王由、曹仲达、冯提伽等。这些人还只是见诸史料的艺术家，如果从当时

的敦煌、云岗、龙门等石窟寺庙之多、规模之大来看，从事佛教艺术创作的工匠、画家又何止成

千上万。这种风气至隋唐时期更加有过之而无不及，比如被称为 “画圣”的唐代大画家吴道子

在长安、洛阳画过 25 座寺院的壁画，共三百余堵。再如敦煌莫高窟现存从十六国至元代的 492
窟当中，隋代占 70 余窟，而唐代竟占 247 窟。隋唐合为 317 窟。由此可见，佛教绘画的传入，

带动了中国美术创作队伍的迅速成长，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画家。
非但如此，佛教绘画的传入还为中国美术带来了全新的技法。在此之前，我们看战国时期的

漆画、帛画也好，看汉代的墓室壁画、画像石、画像砖也好，乃至魏晋时期的墓室彩绘，总体上

中国绘画都是以线条来造型，画面注重节奏感和气势，重点表现的是人物的动态，缺乏对人物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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象的细致刻画，虽然神彩飞扬但实体感不足，尤其对人物结构的比例关系的处理更是弱项。佛教

绘画的传入弥补了这些缺陷，所以我们看南北朝时期的绘画，明显地注意到形体的体积和光影，

人物造型准确生动，具有现实感和真实感，特别是西方净土变、卢舍那净土变、药师净土变、弥

勒净土变等在同一空间由众多人物组合而成的宏大场面，更是之前的单幅画所无法比拟的。谢赫

点评善画佛画的西晋画家卫协说: “古画皆略，至协始精。”这一评价是符合历史事实的。谈到

佛教绘画带来的新技法，应当着重强调一下焦点透视法和凹凸晕染法。在造型构图上之所以

“古画皆略”，原因是先秦两汉时期的绘画基本上都是平列所有形象，不善于处理纵深远近的空

间关系; 随着焦点透视法和凹凸晕染法的推广和运用，人物形象的立体感得到增强，变得栩栩如

生而具有了真实感和厚重感。《建康实录》就曾记载，梁大同三年张僧繇于建康一乘寺寺门遍画

凹凸花，其花乃天竺遗法，朱及青绿所成，远望眼晕如凹凸，就视即平，世咸异之，乃名凹凸

寺。这种“凹凸花”在新疆克孜尔石窟中至今还有遗存。
和佛教史的传播基本相同，隋唐之前佛教艺术总体上处于由印度向中国的输入阶段，印度是

输出国，中国是接受国。当时印度佛教美术正处于黄金时代，其代表性的流派便是举世闻名的犍

陀罗艺术、秣菟罗艺术和笈多艺术。印度贵霜王朝 ( 公元 1 － 5 世纪) 统治时期，由于统治者大

力提倡佛教，犍陀罗 ( 相当于今天巴基斯坦的白沙瓦及其毗邻的阿富汗东部一带) 的艺术家们

在汲取古希腊、罗马艺术精华的基础上，创造出新的佛教艺术风格。其佛像多作广额、 “通天

鼻”，衣纹质感强，多为希腊式的披衣，姿态生动，线条简练。秣菟罗位于古代中印度阎牟那河

( 今朱木那河) 流域，其造像艺术有贵霜时代和笈多时代之分。秣菟罗艺术也受到希腊文化的影

响，有犍陀罗造像风格的痕迹。到笈多王朝 ( 公元 320 － 600 ) 时期，秣菟罗艺术达到顶峰，并

与同一造像系统的萨尔那特 ( 位于恒河与朱木拿河合流的恒河下游) 造像样式一起构成笈多艺

术的辉煌典范。此时希腊风格与印度人的审美情趣实现了高度融合。佛像螺发右旋，肉髻高圆，

鼻梁挺拔，神情端庄静寂，典雅优美。由于秣菟罗和萨尔那特气候火热，当地习俗衣着单薄，崇

尚肉体，所以佛像的通肩式大衣极为薄透，好像是潮湿的衣服紧贴在人的躯干上。唐张彦远在

《历史名画记》中说，北齐画家曹仲达就擅于画这样的湿衣佛像，并将这种样式概括为 “曹衣出

水”。从犍陀罗到笈多，印度佛教艺术的各种样式都源源不断地传到中国，并被广泛地加以采纳

和吸收，这一点从克孜尔石窟、天梯山石窟、金塔寺石窟、敦煌莫高窟、麦积山石窟、炳灵寺石

窟、云岗石窟、龙门石窟以及响堂山、青州等地区的造像和壁画的实物遗存中就可以一目了然。
这些造像和壁画虽然在具体形象上有本土化倾向，但在造型方式、表现技巧和审美意蕴上更多地

保留了异域艺术的风格特征。
从总体上来讲，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绘画在中国的传播大致呈两种趋势: 一是西域新样式的

不断输入; 一是按照中国人的审美方式对外来样式加以改造。比如东晋的戴逵在佛像的创作上就

已经采取了“改梵为夏”的态度，脱去“胡貌”，开启了佛像中国化的道路。与戴逵同时代的著

名画家顾恺之 ( 346 － 407) 在理论上倡导 “迁想妙得”，“以形写神”。张彦远 《历代名画记·
顾恺之传》引 《京师寺记》载，顾氏曾在建康瓦棺寺画维摩诘像，“光照一寺”。张氏还说:

“顾生首创维摩诘像，有清羸示病之容，隐几忘言之状。”顾恺之笔下的维摩诘俨然就是魏晋时

期清谈名士的形象。南朝刘宋时期的画家陆探微将顾恺之这种 “清羸”“忘言”的名士形象进一

步提炼概括成一个时代的审美倾向——— “秀骨清像”，令人有“懔懔若对神明”的感觉。谢赫称

赞陆氏的绘画“穷理尽性，事绝言象”，这显然是玄学精神在其艺术中的反映。到了梁代，中印

佛教艺术的交流更加频繁，笈多风格的佛教造像源源不断地传到中国，而此时魏晋名士所崇尚的

那种清谈风气也逐渐淡化。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，画家张僧繇更加自觉地将 “天竺遗法”与

中国传统的绘画技法糅合在一起，一改顾、陆创立的 “秀骨清像”，代之以丰润厚朴、“面短而

艳”的“张家样”风格。“张家样”摆脱了顾、陆 “密体”画风，形成了 “笔才一二，像已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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焉”的“疏体”画法，显示出 “笔不周而意周”的风格特征。唐代李嗣真声称 “顾、陆以

往，……独有僧繇。今之学者，望其尘躅如周、孔焉。”张氏 “面短而艳”的造像风格影响深

远，直接开启了唐代那种“秾丽丰肥”的人物形象的先河，而大画家吴道子也正是在此基础上

确立了“吴家样”，自觉地以汉地人物形象和服饰来造型，彻底解决了中国佛教美术创作中的人

体与服饰———内容与形式的矛盾，完成了外来佛教艺术的中国化过程。
对于上述这段历史，张彦远总结道: “其后北齐曹仲达，梁朝张僧繇，唐朝吴道玄、周昉，

各有损益。圣贤肸蚃，有足动人; 璎珞天衣，创意各异。至今刻画之家列其模范，曰曹、曰张、
曰吴、曰周，斯万古不易矣。” ( 《历代名画记》卷二) 这 4 人的画风形成了中国绘画史上具有代

表性的四种样式。其中“曹、吴二体”又被概括为“曹衣出水”和“吴带当风”。郭若虚《图画

见闻志·论曹吴体法》称: “吴之笔，其势圆转，而衣服飘举，……故后辈称之曰 ‘吴带当

风’。”相对来讲，“曹家样”基本上是对印度佛教艺术的沿袭而非基于中国民族审美心理的创

造，所谓“曹衣出水”正是典型的笈多艺术的特色。如果说曹家样代表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外来

佛教艺术的大规模移植，那么吴道子的吴家样则象征着纯粹的中国佛教绘画样式的成立。因此，

以“曹衣出水”为标志的“拿来主义”虽然影响很广，但却不可能成为 “万古不易”的样式，

最终必然会被适应民族审美心理的 “吴带当风”所取代。
如果说从“曹衣出水”到 “吴带当风”还只是佛教绘画由外来样式转变成中国风格的话，

那么随着佛教的中国化，特别是体现中国特色的禅宗的出现，又使佛教绘画产生了更加深刻的变

化。禅以开悟为目的，主张“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”，并且强调 “不立文字”，反对外在的偶像

崇拜。在这种氛围下，原先那些用于礼拜的佛教绘画逐渐式微，而以表达心性为目的的禅画和受

禅画影响的文人画则滥觞于晚唐而于宋元时期达到顶峰。大乘佛教认为，佛性是遍在的。《大般

泥洹经》称: “泥洹不灭，佛有真我; 一切众生，皆有佛性。”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说: “三界虚

妄，唯心所作。”僧肇明确指出: “佛无定所，应物而现，在净为净，在秽为秽。” ( 僧肇 《维摩

经注》“菩萨行品”) 举凡大千世界的山水树石、花鸟草虫、龙鱼走兽等都是佛性的体现，并因

佛性的光辉而充满了生趣和意味。对此后世的禅师们也说: “青青翠竹，尽是法身; 郁郁黄花，

无非般若。” ( 《大珠禅师语录》) 。由于佛性论赋予了世间万物形而上的意义，所以中国绘画在人

物画之外又诞生了山水画和花鸟画这两个新画种。于是，我们就见到了王维画的雪中芭蕉、惠崇

画的江湖小景、梦休画的花竹禽鱼、仲仁画的墨梅、惠洪画的梅竹、法常画的山水花鸟等。黄庭

坚在评论仲仁所画的《梅花图》时说: “知大般若手能以世间种种之物作佛事，度诸有情，于此

荐得一枝一叶、一点一画皆是老和尚鼻孔也。” ( 《山谷别集》卷六) 画世间万相都被视作 “佛

事”，当然就不必拘泥于一定要画诸佛菩萨的形象了。
对于佛教和中国绘画之间的关系，尤其是禅宗的兴起给中国绘画史所带来的新变化，潘天寿

先生曾做过简要的说明。他说: “自从佛教传入中国，二千年以来，佛教与吾国的绘画，极是相

依而生活，相携而发展……。”具体来讲，“唐以前的绘画，为佛氏传教的工具，唐以后的绘画，

为佛氏解悟的材料而不同罢了。”① 潘先生看到了唐之前和唐之后佛教与绘画关系的这种变化，

即唐之前的佛教绘画如同文字的大藏经一样，都是传播佛教义理的工具; 而唐以后，随着禅宗的

兴起，绘画则成了禅宗僧人表达其内心悟境的手段。
中国佛教绘画史的发展历程充分说明，习近平主席所阐发的 “文明因交流而多彩，文明因

互鉴而丰富”这一论断是非常正确的。从“曹衣出水”到 “吴带当风”的历史选择乃至禅画以

及受禅学影响的文人写意画的产生，更说明“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”。我们既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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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文明的交流互鉴，让中华文明不断地补充新鲜血液，同时更注重外来文化同中国传统文化的融

合，最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。
习近平主席还提及 1987 年陕西法门寺地宫中出土的 20 件美轮美奂的琉璃器，他说: “这是

唐代传入中国的东罗马和伊斯兰的琉璃器。我在欣赏这些域外文物时，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，就

是对待不同文明，不能只满足于欣赏它们产生的精美物件，更应该去领略其中包含的人文精神;

不能只满足于领略它们对以往人们生活的艺术表现，更应该让其中蕴藏的精神鲜活起来。”我们

回顾中国佛教绘画的发展历程，也应当把握其中所蕴含的精神，那就是中国文化所具有的广泛接

纳其他文明的宽广胸怀和善于改造外来文明的创新精神。在中国人民努力实现中国梦的当今社

会，我们更应当在中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，推动 “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”，“让中

华文明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明一道，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

力”。

( 责任编辑: 李建欣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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